
明清太湖流域植棉业的时空分布
———基于环境“应对”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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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有关明清时期太湖流域植棉业的扩大，已有研究主要从市场角度出发，较为

一致地认为是农业商品化发展的结果。 本文指出，农业发展不仅是生产技术提升的过程，
亦是建设性“应对”环境的过程。 所谓环境“应对”，是适应性地利用自然和积极治理环境的

统一。 植棉业的扩大，得益于市场作用毋庸否认，但亦与水环境治理不足、时人只能于既定

环境中因地制宜利用自然密不可分。 “易稻种棉”等过度发展旱地作物的现象，不仅削弱了

粮食生产的地位，亦使耕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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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樊树志《明代江南农业经济的新变化》，《历史教学问题》１９８３ 年第 １ 期；范金民《清前期苏州农业经济的特色》，《中国

农史》１９９３ 年第 １ 期。

②　 ［比利时］埃里克·范豪特：《劳作之中：农民的世界史》，《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

一、问题的由来及理论分析

已有关于明清太湖流域的经济史论著，涉及棉花种植业的不少，且多以植棉业的空间变化及其

动因为主，指出在空间上棉花种植取代水稻生产获得了很大发展，而这缘于该地区棉纺织业的兴盛，
市场对棉花的需求量大，植棉比种稻获利更为丰厚，故农民会尽可能弃稻种棉。 换句话说，手工业发

达以及商业兴旺带来了农业经济的商品化。①从区域市场层面来看，此论断无可非议。 然而纵观明清

两朝，就太湖地区而言，有的地方无论从市场还是土宜条件来看，都适宜生产棉花，但种棉并不普及，
如常州武进县不仅与植棉、纺织都较发达的江阴比邻，还与纺织业兴盛的无锡接壤，本身的纺织业亦

有一定发展，而且高地居多，非低洼潮湿之区，却罕有棉花生产的记录。 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 由此

可见，农业经济不可能完全受制于市场，仅从市场角度来解读是不够的。 因市场波动性较大，且在传

统社会，亦不可能覆盖到所有农村，农业生产如果完全以市场为导向的话，农家生活则难以得到有效

保障。 诚如埃里克·范毫特所言：“农民的生产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以市场为导向，但维持生计是其生

产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②这无疑与我国历代所信奉的“民以食为天”的观念相一致。 农业的

首要任务是确保粮食安全，其次才是多元化发展，反之则不然。 此即中国古代政府和农民将粮食生

产视为首务的根本性原因。 如所周知，国民经济中的农工商比例必须适合国情，区域农业经济亦复

如此，不能片面夸大经济作物的作用，否则粮食安全何以得到保障？ 当然，合理的农业经济结构并非

总是由政府和民间计划安排形成，在某种程度上是经过饥荒等惨痛的教训后不断调整所至。 明清太

湖流域植棉业的扩大及粮食生产的相对减弱，市场的需求作用毋庸否认，然而并非唯一，其动因应是

多方面的。 此外，以往研究将植棉与棉纺几乎是统一起来进行考察，不仅不利于反映植棉业的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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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还可能存有夸大植棉业的弊端，因为就史籍记载来看，两者在时空上并非完全一致，故这一经

济结构的变化仍有继续探讨的必要。
我们知道，农业生产既是自然再生产的过程，又是经济再生产的过程，即受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

条件共同制约。 因此，农业生产首先要适应自然，但又不是机械被动地受制于自然条件，人类可以根

据农业发展需要，积极能动地改造自然。 李根蟠将之概述为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应对”，并从理论上

阐明其是研究农史的一条崭新途径。① 具体而言，农业生产就是人类利用土壤、气候、水利、动植物等

自然要素取得衣食来源的经济活动，它总是在既定环境中进行，其中的不利与有利因素并存。 在这

种情况下，作为生产者个体的农民，能够对自然要素作优化选择来合理安排生产，并将劳动力在季节

性农业生产中进行有效配置，称之为适应性地利用自然。 再者，为了农业发展需要，人类亦可集众人

之力，能动地按自然规律对原始的不利自然环境进行改造，并对人类活动所致的有害环境进行修复，
称之为环境治理。 环境“应对”即是上述二者的统一，是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从哲学上说，农业发

展就是人地关系由对立走向统一的过程。 因此，研究农业经济史，环境“应对”分析不可或缺。 明清

太湖流域植棉业的扩大，时人“应对”环境的举措无疑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以下将对该时空植棉

业的发展轨迹作一考述，并进行相应的环境“应对”分析，以期揭示环境“应对”与农业发展的内在联

系，恳请方家予以斧正。

二、植棉业的时空演变

太湖地区植棉始于何时？ 就目前所见史料而言，客居松江的陶宗仪于元末汇集成卷的《南村辍

耕录》载：“闽广多种木棉，纺绩为布，名曰吉贝。 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曰乌泥泾，其地土田硗瘠，民
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种于彼。”②清代赵翼据历代著录合而考之，认为：“盖其种本来自

外番，先传于粤，继及于闽，元初始至江南，而江南又始于松江耳。”③应该说赵翼的推断有些保守，因
为陶著后文曰：“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子，线弦竹弧置案间，振调成剂，厥功甚艰。 国初时，
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乃教以做捍弹纺线之具，……以故织成被褥带帨。 ……人既受教，竞
相作为，转货他郡，家既就殷。”④由此可以断定，元初以前该地区就已有棉花种植，只是不多而已。 至

明初，棉花种植在松江、苏州嘉定等高阜之地有一定规模的发展。 有关明清时期植棉在该地区的普

及状况，以下将由北至南依府次逐一进行概述。⑤

１ 常州府。 有明一代，该府的棉花种植还谈不上普及，只是在一些较高地带有一定规模的生产，
因为至成化二十年（１４８４）朱昱所撰的《重修毗陵志》尚无棉花记载。 虽然不能藉此断定该府无棉花

种植，但即使有种植，在经济生活中亦应无足轻重。 下至嘉靖《江阴县志》卷 ６《土产》 “草之属”称：
“木棉，有白紫二种，种宜高地”；“货之属”谓：“木棉布，土织为多，其在蒋家桥者，为细密。 又有胜子

布、斜纹布，间织之”。 但该志卷 ４《风俗》又道：“东南皆纺花为布”。 尽管嘉靖《靖江县志》卷 ３《物
产》称：“货有棉花、棉布”，但其与太湖平原因长江支流相隔，并非统属，无须赘述。 康熙《常州府志》
则称其“田有极高不便戽水者，则种菽、粟，或木棉，或荞麦”。⑥ 总体来看，明代常州府植棉应较为有

限，但已有研究有藉明代常州府以大量布匹替代秋粮征收为据，认为其棉花种植已相当普及。 其实

不然，官布代征只是宣德年间巡抚周忱独怜武进、宜兴“二县粮重”，遂以“官布捌万匹，每匹折米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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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尽派二县”。① 然而，此布并非本地所产，而是购自嘉定安亭镇。 嘉靖年间，归有光《与邑令论三

区赋役水利书》载：“今常州府有布四万匹，彼无从得布也，必市之安亭，转展折阅，公私交敝。 有布之

地，不征其布，而必责其银；无布之地，不征其银，而必责其布”。② 此处泛指常州府，实为武进、宜兴两

县，此二县罕有棉花生产记录。
进入清代，该府棉花种植逐渐扩大，尤其江阴县的棉花种植已胜于往昔，不仅能满足本地棉纺需

求，还可远销外地。 康熙《常州府志》称：“棉花虽各邑俱产，而江、靖尤多，远近交相贸易”，武进、宜
兴、无锡亦有棉花种植，而武进县还生产特有的“东门阔布”，该布“阔而甚细”，可见其棉布生产已不

在少数。③ 黄卬《锡金识小录》称：“常郡五邑，惟吾邑不种草棉，而棉布之利，独盛于吾邑，为他邑所

莫及”，④应是指无锡种棉在农家经营中微不足道，并非一无所种。 此后，有关江阴棉花普及的记载屡

见不鲜。 诸如道光《江阴县志》载：“土人重农，逐末者寡。 其行贾于外，惟布、谷、木棉、豆饼、杂物，近
在淮扬，远及襄汉而已。 外此，则积囤米麦居多”；⑤“棉花西乡及沙洲产最多，有白、紫二种；白者复

有大花、沙花之别，子可压油饼，供牛食”。⑥ 由此可见，其棉花在农家生计中已与布、谷不相上下。 然

而下至咸丰、同治年间，该地遭受了太平军与清政府武装的拉锯战，田地荒芜，经济凋弊，植棉业的衰

落自然不可避免。 光绪《江阴县志》即载：“庚申（笔者注：即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兵燹后，斯邑遗黎不

敷，任土而田之荒芜者。”⑦此后，在县官和实业人士的共同推广下，江阴蚕桑业开始兴起，而植棉业在

经济中的地位应有所下降。⑧

与江阴相比，武进的棉花种植颇为有限。 乾隆《武进县志》称：“棉花，出通江乡”，⑨但光绪《武进

阳湖县志》已无相关记录。 由于光绪县志应是在先前史志基础上续纂而成，说明该县植棉业并不普

及，不宜过高估计。 宜兴棉花种植亦不为多，据嘉庆《宜兴县志》载，“田极高者，种菽粟，或木棉，或交

秋种荞麦”，故该县以极高田种棉为主，且杂种其他旱地作物。 光绪《宜兴荆溪县志》虽称：“今御寒

之服，布不用麻而用棉，……草棉，有紫有白；又有铁力棉，色白而子纯黑。 高阜种之，衣被之资，并重

于食已”，但其下文又曰：“都计两邑农家者，流十居其七，岩处多猎，泽处多渔。 垦荒山者，多种烟叶

及甘薯。 高阜多艺蓝；平原多栽桑。 依林园者多种树，山居而不耕殖。 ……东湖之滨莳蔬；北湖近芦

洲者，多纬芦苇。 高平之野，种棉者，制棉布；种苎者，制麻布”。 其农业经济作物可谓繁多，而耕地

有限，棉花种植自然受到制约。 总体来说，常州府植棉以江阴最为集中，普及亦较广，而武进、宜兴较

为有限。
２ 苏州府。 经元代发展，至明前期，嘉定县的棉花种植已较为普及。 宣德中周忱巡抚江南，“见

嘉定土薄民贫，而赋（笔者注：指米粮）与旁邑等，思所以恤之。 谓地产棉花，而民习为布，奏令出官布

二十万匹，匹当米一石，缓至明年乃带征，……以宽瘠土之民”。 可见此时植棉、纺织已成为农家生计

的主要来源。 弘治十年（１４８８）析置太仓州，将“官布”１５ ０００ 匹分与太仓以充米额；至正德末年，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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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 ７ 册《常镇备录·武进县志·额赋》“宜兴知县丁谨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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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宜兴县志》卷 １《疆域志·风俗》。
光绪《宜兴荆溪县志》卷 １《疆土·物产记》。



１０ ０００匹分之宜兴，以 ４６ ０００ 匹分之昆山，以致嘉定县民困地荒。① 这说明其植棉、纺织已处于农家

经营之主导地位，而无视地理环境的变迁，拘泥于古制，强制征米，已难以适应当时的产业结构。 就

棉花的普及状况，万历初王锡爵《永折漕粮碑记》云：嘉定“米谷之入，尚不足以自饱，而岁出十四万石

以漕京师，非取之他县不能办也。 ……其民独托命于木棉，木棉之性，喜与水田相代，而嘉定之植，数
十年不能易也”。② 万历《嘉定县志》亦言之凿凿：“棉花，通邑栽之，以资纺织”，③“知县朱廷益堪得，
实征田地涂荡等项共一万二千九百八十六顷一十七亩四分七厘六毫，内有板荒田地一千三百一顷九

十余亩。 ……其宜种稻禾田地止一千三百十一顷六十余亩；堪种花、豆田地一万三百七十二顷五十

余亩。 ……本县地形高亢，土脉沙瘠，种稻之田约止十分之一，其余止堪种花、豆”。④ 嘉定漕粮经过

万历年间的改折，其后虽有些反复，但基本上能够因地制宜地加以遵循，以致有清一代该县植棉业一

直成为农业经济的主导产业。 民国《嘉定县续志》载：“居民好稼穑，治五谷，勤朴者居多，以棉、稻、
豆、麦为主要作物。 ……成熟之田，二年种棉，一年种稻，稻较棉少，故农家恃棉为生。”⑤

宝山，原为嘉定县地，雍正年间析其东境为县，原本就是产棉较多的地区，清代仍一如既往。 据

光绪《宝山县志》载：其“土性沙瘠，宜木棉，不宜禾”；⑥木棉“通邑栽之，有金底者，每斤收衣六七

两”。⑦ 棉花在此地的普及并非偶然，清中期已木棉遍野，时人张朝桂《木棉花谣》即是印证：“野田日

炙风萧萧，木棉花开雪满条。 我乡沙土不宜稻，稻宜下湿花宜高。 今年夏雨有时节，秋来海上无风

潮。 花苓磊落大于栗，前村后村俱满包。”⑧关于宝山棉多稻少的境况，民国《宝山县续志》载：“邑境

地形平亢，土质含砂，宜于植棉，故棉为出产大宗，约占全邑面积十之六七”；民国《宝山县再续志》亦
载：“稻则产量不多，不足供全邑之需”。⑨ 以上记载虽然反映出民国年间的情形，但亦是此前历史发

展的结果。
太仓州之棉花种植虽难以确定起始，但经明前中期的发展，至隆庆、万历年间，冈身高仰之地已

遍植棉花，棉花亦成为农业经济的大宗。 时人吴伟业道：木棉“自上海、练川以延及吾州，冈身高仰，
合于土宜。 隆、万中闽商大至，州赖以饶”，州境“三分宜稻，七分宜木棉。 凡种木棉者俱称花以别于

稻，有花田、花租之名”。 崇祯《太仓州志》亦曰：州地“宜稻者亦十之六七，皆弃稻袭花”；州土“秋
熟多种花，次稻、豆”，“自城而东距于海，其田亩钟，其种宜木棉、麻、薯。 ……自南乡而东距于海，其
田上中错，其种宜木棉。 ……自北乡而东距于海，其田中下错，其种宜木棉，洼者宜稻”。 也就是说，
过去种稻之田纷纷改植棉花，棉花已跃居农作物之首，而水稻次之。 入清以后，该州棉花仍呈现持续

增长之势。 宣统《太仓州镇洋县志》道：“统计州县，地不下八千余顷，大率种木棉者十之七；种稻者十

之二；豆菽杂粮十之一”。 可见棉花在当时种植业中亦是举足轻重之物。
常熟县，亦是苏州府的重要产棉区。 据明后期陈三恪《海虞别乘》考证，此地棉花种植实始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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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 ６ 册《苏松备录·嘉定县志·田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１７１ 册，第 ２３０ 页。
［清］王锡爵：《永折漕粮碑记》，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 ６ 册《苏松备录·嘉定县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

第 １７１ 册，第 ２３６—２３７ 页。
万历《嘉定县志》卷 ６《田赋考中·物产》。
万历《嘉定县志》卷 ７《田赋考下·漕折始末》。
民国《嘉定县续志》卷 ５《风土志·风俗·农业》“农作”。
光绪《宝山县志》卷 １４《志余·风俗》
光绪《宝山县志》卷 １４《志余·物产》。
光绪《宝山县志》卷 １４《志余·物产》。
民国《宝山县续志》卷 ６《实业志·农业》；民国《宝山县再续志》卷 ６《实业志·农业》。
［清］吴伟业：《吴梅村全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第 ２７９—２８０ 页。
崇祯《太仓州志》卷 １５《琐缀志·灾祥》
崇祯《太仓州志》卷 ５《风土志·物产》。
宣统《太仓州镇洋县志》卷 ３《风土·物产》。



代，其文曰：“吾邑海乡之种木棉，实始于元，其种由松江传来。 ……知吾邑植棉纺绩断自元始，宝祐、
至正间尚未载木棉。”①该论断应得自于至正后的史志，理当可信。 弘治《常熟县志》载：“绵花，又有

青紫二种，高乡多种”，②而嘉靖《常熟县志》的记述更为具体：“绵花，有白紫二种，种宜高垅，西北乡

人岁计赖焉”。③ 可见嘉靖前棉花种植以西北乡为多。 至明后期东乡亦开始普及，时人张国维道：
“白茆港，在苏郡东北，自常熟县城东南迎春门起，至于海，长亘八十里，……今湮没，占佃木棉、旱菽，
涓流不通，虞邑士庶目击眉攒，而邻境不察，犹秦越视也。”④应该说经明代发展，棉花在高乡已较为广

植，如万历《皇明常熟文献志》载：“二十四年（笔者注：１５９６）七月，飓风伤花豆，高乡鞠为茂草”。⑤ 入

清以后，其棉花生产更趋繁盛，缘江地带广为种植，如清中期郑光祖曰：“吾乡地处滨海，壤皆沙土，广
种棉花”。⑥ 道光年间，东乡已发展成著名产棉区，其棉花“今常熟东乡高田皆种之”。⑦ 这一发展势

头直至清末依然保持不衰，如光绪《常昭合志稿》载：“江南地狭人稠，专务种稻，次则棉花，其他杂粮，
惟有力之农，间于隙地种之，以供食用，故其种殊少”；吾邑“记其为田畴之所植，园圃之所栽，与夫有

功用于人者，其种之最重者，曰棉花，亦名草吉贝。 东北乡一带，地性夹沙，不宜种稻者，皆植

此。 ……方熊绝句：‘东乡高地遍栽棉，布爱飞花雪样鲜’”。⑧ 由此不难看出，棉花种植已成为农业

经济的首务。
苏州府其余县邑，除昆山东南乡有相当规模的棉花种植外，其他微不足道。 明代归有光道：“本

县十一、十二、十三保，……连亘嘉定迤东沿海之地，号为冈身，田土高仰，物产瘠薄，不宜五谷，多种

木棉，土人专事纺绩。”⑨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载：棉花，“邑惟东南乡有之”，该志亦载：“旧时，邑
鲜务蚕桑，妇女间有蓄之。 自国朝同治中，巴江廖纶摄新阳县事，（笔者注：新阳县为雍正二年（１７２４）
析昆山东乡设立）教民蚕桑，设公桑局，贷民工本，四五年后，邑民植桑饲蚕，不妨农事，成为恒业”。

应该说经过太平天国战事以后，在县官廖纶的推广下，蚕桑业兴起，其棉花种植应不比往昔。
３ 松江府。 松江府既是棉花的发源地，又是重要的产棉区。 松江府起初只有华亭、上海二县，嘉

靖年间又新增青浦县。 早在洪武年间，朱元璋在审阅户部奏请“浙西四府秋粮内收布三十万匹”的建

议时，特例批复“松江乃产布之地，止令一府输纳”。 由此不难看出其棉花生产非同一般。 至明代

中期，正德《松江府志》卷 ５《物产》清楚记载：木棉，“沿海高乡多植之”。 万历年间抚台周孔教亦曰：
“松郡三面滨海，海边之地，多系斥卤，或柴草，……故种稻未能，其势不得不种花豆”；三县中尤以上

海“种花豆多，种稻少”。 明末华亭人陈继儒又谓：“吾松遍栽花稻，不种桑不养蚕。”明代松江府

的棉花主要集中于上海、华亭沿海一带，并以上海为最。 明初上海人顾彧《竹枝词》给予了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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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苏州府志》卷 ２１《物产》“布之属”条。
弘治《常熟县志》卷 １《土产》。
嘉靖《常熟县志》卷 ４《风俗志》。
［明］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 １《图系说·白茆港全图说》，《四库全书》史部第 ５７８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版，第 ８２

页。
［明］官一德：《皇明常熟文献志》卷 １８《灾异》，明万历三十三年刻本，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清］郑光祖：《一斑录》，《杂述七·三椗纺纱》，北京：中国书店 １９９０ 年版。
道光《苏州府志》卷 １８《物产》。
光绪《常昭合志稿》卷 ４６《物产志》。
［明］归有光：《震川先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１ 年版，第 １６７ 页。
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 ８《物产》。
《明太祖实录》卷 ５６，洪武三年九月辛卯，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３ 年影印版。 按：户部奏请浙西四府征布 ３０ 万匹，主要是附和

明初鼓励种棉的农业政策规定，“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 ……不种麻及木棉，出麻布、棉布各一

匹。”参见《明史》卷 ７８《食货二·赋役》，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７４ 年版，第 １８９４ 页。
崇祯《松江府志》卷 １０《田赋三》。
［明］陈继儒：《陈眉公全集》卷 ５９《议·查丝绵折绢之故》，上海中央书店 １９３６ 年版，第 ２６２ 页。



“平川多种木棉花，织布人家罢缉麻。 昨日官租科正急，街头多卖木棉纱。”①万历时人吴伟业说得更

为具体：该邑“三分宜稻，七分宜木棉”。② 明后期张国维则曰：其“壤高善泄，多栽木棉，而少树

稼”；③同时期的张五典亦称：“海上官民军灶，垦田几二百万亩，大半种棉，当不止百万亩”。④ 可见棉

花在其农业经济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３ 县中青浦相对为少，万历《青浦县志》卷 １《土产》只谓

“杂植之属，木棉”而已。
清代松江府棉花种植有了进一步发展，尤其沿海所在之县种棉益多、种稻益少，以致本地粮食难

以自给。 乾隆年间，两江总督高晋曰：松江府属县“逼近海滨，率以沙涨之地，宜种棉花。 是以种花者

多，而种稻者少。 每年口食，全赖客商贩运，以致粮价常贵，无所底止。”⑤当然这只是泛泛之言，要具

体把握，必须分县考察。 上海、川沙、南汇、奉贤皆为滨海县邑，盛产棉花。 同治《松江府续志》载：“郡
东奉、上、南三县，地形较高，种棉豆多于秔稻，而棉尤盛。”⑥尤其是上海县，植棉在其农业经济中已遥

遥领先。 嘉庆《松江府志》引旧上海志记曰：“邑土所宜，其利视稻、麦为溥；其种较华、娄为多”，⑦且

棉花“他处虽有，然土地之宜，种植之勤，……吾邑独甲于天下。 每岁当八九月，郭东南隅，几于比户

列肆，捆载通海市，往莱阳者为子花；售洋商及闽广、汉阳、关东诸口者，皆棉花，岁不下数万”。⑧ 南

汇、川沙原为上海县属地，清代渐次析置为县、厅，皆西阻黄浦、东滨大海，其棉花生产虽不及上海有

名，但皆为其境内农业的大宗产品。 光绪《南汇县志》曰：“浦东宜棉不宜稻，……傍浦种秔稻者十之

三；种木棉者十之七”。⑨ 川沙亦复如此，“种木棉多于秔稻，……滨海田瘠，人仰耕织而食，纺织不第

乡落，虽城市亦然。”奉贤县为雍正四年析华亭东南境所建，其棉花主要集中于东部高地，他处少有。
光绪《奉贤县志》即载：“农事，东乡地高仰，只宜花豆，稻殊鲜；……西乡地漥，戽水差易，所获常丰；两
乡之间，尤赖纺织、鱼盐以助生计。”

松江府植棉主要为以上 ３ 县 １ 厅，其余 ４ 县以水稻为主，相比而言，产棉有限。 清代华亭县主要

为原县境的中部，其棉花在太平天国战争前只于局部地带多种，战后却获得较大发展。 光绪《重修华

亭县志》载：“邑境向为浦北朱家行、浦南沿海等处，田高土燥，多种木棉；其余各乡只于沟塍隙地种

之。 自遭兵燹，民生日蹙，无力买牛养猪，及购备农具，于是改禾种花者比比焉。 今六磊塘北种花已

十之三，再东北十之七矣。 大洋泾南种花亦十之三，再东南十之六矣”；光绪《松江府续志》亦谓：
“今华亭之东南、东北，与奉、上毗连之处，亦多种棉”。 娄县与金山，皆析华亭西部分置。 娄县位西

北，地势低洼，棉花少有种植，乾隆《娄县志》仅谓：“木棉，邑之北境有种之”，而光绪《娄县续志》则无

记载。 由此可见，棉花在农家生计中无足轻重。 金山木棉，亦只在咸丰战乱后于局部之地日渐兴起

而已。 民国《重辑张堰志》记述道：“自咸丰辛酉兵燹后，农力不足，木棉者渐多，以省工本，镇南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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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上海县志》卷 １《风俗》。
吴伟业：《吴梅村全集》（上），第 ２７９—２８０ 页。
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 １《图系说·上海县全境水利图说》，《四库全书》史部第 ５７８ 册，第 ４７ 页。
［明］徐光启：《农政全书》，长沙：岳麓书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５６２ 页。
［清］高晋：《请海疆禾棉兼种疏》，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３７《户政十二·农政中》，台北：文海出版社 １９６６ 年版，第１３３３

页。
光绪《松江府续志》卷 ５《疆域志·风俗》。
嘉庆《松江府志》卷 ６《疆域志·物产》。
同治《上海县志》卷 ８《物产》。
光绪《南汇县志》卷 ２０《风俗志》。
光绪《川沙厅志》卷 １《疆域志·风俗》。
光绪《奉贤县志》卷 １９《风土志·风俗》。
光绪《重修华亭县志》卷 ２３《杂志上·风俗》。
光绪《松江府续志》卷 ５《疆域志·风俗》。
乾隆《娄县志》卷 １１《食货志》。



盛。”①可见其前虽有种植，亦应不多。 而乾隆《金山县志》惟有“杂植，木棉”的简单记录。② 青浦县，
原本植棉就少，光绪《青浦县志》仅谓“棉，有紫、白二色”而已。③ 民国二十三年（１９３４），据其县志记

载，棉花在东北乡获得很大发展，亦即：木棉，“东北乡植者，十居八九”。④ 综上所述，清楚可见松江

府棉花生产主要分布于东部，而中西部有限。
４ 杭嘉湖地区。 杭嘉湖地区以蚕桑、水稻为重，植棉相对为少。 杭州府，最早的棉花记载见于万

历《杭州府志》，“草之属：陆草为木绵、为葛、为苧、为黄麻”，⑤说明至迟在万历年间，该府就已有木棉

种植。 遗憾的是，该记录极为简单，丝毫没有量化，亦无具体方位，我们不得不从相关县志记录来揆

度其种植程度和地带。 细查所属县志，惟有钱塘、海宁有植棉的记录。 万历《钱塘县志》称：“草之属，
曰木棉”，⑥亦只谓钱塘县有棉花种植而已。 乾隆《杭州府志》记载颇为详细：“钱塘濒江沙地，数十年

来遍莳棉花，其获颇稔。 今远通商贾，为杭州土物矣。”⑦至于海宁州，明末清初谈迁曰：“西乡多早

禾、木棉”。⑧ 其后，无论是康熙州志还是乾隆县志，只是沿袭《海昌外志》的只言片语，“西乡耐旱，多
早禾木棉”。⑨ 然而下至民国，东乡亦多植棉，“棉花，西乡、东乡多艺之”。 由此不难看出明代惟钱

塘、海宁植棉，且产量不多。 至于清代，钱塘县亦只于濒江沙地广为种植，海宁东乡于清后期亦日渐

多种，其余县邑则无有记载。 光绪《富阳县志》确切表明：“富境不产木棉，故妇女皆不习织”。 由此

可见，明清杭州府植棉并不为多，从时空而言，只是钱塘境内沿江地带至乾隆年间才有规模种植；海
宁，惟东、西乡高阜之地多种。

与杭州府相比，嘉兴府植棉分布地较散，但种植规模同样有限。 其棉花种植应较迟，因万历二十

年所刊《嘉兴府志》仍无相关记载。 虽然不能确定此前没有种植，但可以说明即使有，亦微不足道。
天启年间，《海盐县图经》载：“地产木棉花甚少，而纺之为纱、织之为布者，家户习为恒业，不止乡落，
虽城中亦然。 往往商贾从旁郡贩绵花，列肆吾土，小民以纺织所成，或纱或布，侵晨入市易绵花以归，
仍治而纺织之。 明旦复持以易，无顷刻间”；崇祯《嘉兴县志》则谓：“木棉，上乡多植之”。 天启

《平湖县志》亦云：“海滨有豆棉之种”。 据此可见，明代末期嘉兴府植棉之地稍多，但在农业经济中

的地位仍然不高，棉花生产相对为多的仅为嘉兴县上乡而已。
进入清代，嘉兴府棉花的普及程度并不大，只在局部时段于部分地带有显著发展。 海盐县，直到

光绪二年（１８７７）所刊之县志亦只谓：“《永乐县志》：盐邑，僻临大海，斥卤之民，率多煮海为盐，田圃

之间所产者，禾麦麻枲而已；其他多资之旁邑，易之商旅。 ……今据所实有者缘之。 ……枲之品：曰
苧麻、黄麻、黄草、木棉花”。 嘉善县，光绪十八年所刊县志惟有“木棉”二字的简单记录。 然据时

人倪玑《水利议略》所记，其植棉颇少，“高乡不宜稻，故有年无粪亦难获，所宜兼种菽稷、木棉、桑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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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重辑张堰志》卷 １《区域·物产》。
乾隆《金山县志》卷 １７《物产》。
光绪《青浦县志》卷 ２《疆域下·土产》。
民国《青浦县续志》卷 ２《疆域下·土产》。
万历《杭州府志》卷 ３２《土产》。
万历《钱塘县志》卷 １《纪疆·物产》。
乾隆《杭州府志》卷 ５３《物产》。
［清］谈迁：《海昌外志》卷 １《舆地志·物产》，《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２１２ 册，第 ４８４ 页。
乾隆《海宁县志》卷 １《方域志·物产》。
民国《海宁州志稿》卷 １１《食货志·物产》。
光绪《富阳县志》卷 １５《风土记·风俗》。
天启《海盐县图经》卷 ４《方域篇·风土记》。
崇祯《嘉兴县志》卷 １０《食货志·物产》。
天启《平湖县志》卷 １０《风俗》。
光绪《海盐县志》卷 ８《舆地考五·风土》。
光绪《嘉善县志》卷 １２《食货志·物产》。



类，但土人不习也。 愚尝教之，有未成者，民贫力竭，难以复役故也”。① 崇德县，因避讳之故，于康熙

元年（１６６２）改名为石门县，其境内棉花虽有种植，但亦不多。 光绪《石门县志》曰：“石邑，东西诸乡

皆可种棉，迩来，织纺者众，本地所产，殊不足以应本地之需。”②相对而言，平湖县棉花种植有较大发

展。 乾隆《平湖县志》即载：“荡地东西高阜不宜水稻，多植之”；③道光《乍浦备志》又道：“棉花，自乍

浦城东三里之牛桥镇而东稍北，直抵江南金山卫界，其间田荡之种棉花者，十几三四，约足供数万户

纺织之资；纺织所出布匹，约可以衣被百万人”。④ 至于秀水县，仅见有万历《秀水县志》，亦无有相关

棉花记载，其后则不得而知。
总体来看，清代嘉兴府的植棉主要集中于平湖县，但棉花在该府整体的农业经济中所处地位较

低。 光绪《嘉兴府志》载：“地产木棉花甚少。”⑤此引虽有沿袭前志之嫌，但该志文中的另一则资料亦

可间接佐证：“吾郡蚕丝之利，亚于湖州。 就七邑中，石门、桐乡育蚕最多；次则海盐，又次嘉兴、秀州；
若嘉善、平湖，此事罕及。”⑥无论从土宜条件还是劳力安排来看，蚕桑与棉花都难以兼顾，因此以种桑

养蚕为多的地区，植棉必然较少。
湖州府，棉花种植更少，更谈不上规模性生产，只是间有种植。 同治《湖州府志》对此有较为清晰

的考述：棉花“安吉江志：厥货多棉花；武康疏志：棉花，昔无今有。 按：长兴顾志：亦有之。 ……今江

南所种皆草绵也。 松江、太仓最盛，有紫、白二色。 湖地唯山乡间有种者，通名木棉，亦曰棉花。”⑦据

此可知，湖州府种木棉的惟有安吉、武康、长兴 ３ 县。 然“安吉江志：厥货多棉花”的记载，应有误。 就

明清时期安吉的县志纂修情况来看，此处所引《安吉江志》应为明嘉靖年间所修，其志文曰：邑之物产

“多竹、多薪、多炭、多绵花”。⑧ 然而从清同治《安吉县志》的记载来看，此处“绵花”应是蚕绵，而非木

棉，正所谓“御寒之服，或布或绸，皆著以绵；少有著木棉者”，⑨而棉花“山乡间有种者”。 另外，就
明代太湖流域棉花的普及状况而言，远在西南的安吉亦不可能发展得如此之快，其棉花并非多种。
至于“长兴顾志”，据嘉庆《长兴县志》卷首“旧志源流”考证，应为明嘉靖四十年（１５６１）所编，这就可

以说明长兴县早在嘉靖年间已有棉花种植，而“杂植之属：苧、芝麻、棉花、苕、芦”则可证实棉花应是

间有种植，并非规模性生产。 “武康疏志”，则为清道光年间所修，其《物产志》曰：“棉花，昔无今

有”。

三、环境“应对”分析

如上所述，太湖流域棉花分布较为集中的地区为太湖平原的冈身及其以东缘江、沿海地带，主要

为常州府的江阴县，苏州府的嘉定、太仓、常熟等县，松江府之上海县及清代的川沙、南汇、奉贤等县；
其次为嘉兴府的平湖县及杭州府之钱塘县；内陆主要为高阜之地的零星、块状散种。 从地理环境来

看，这些地方基本上属于水利得不到保障的地带，其中有相当部分原先为稻田，明清时期陆续改种棉

花；另有靠岸接涨的沙地及新开发的盐碱地等。 如果我们将这一发展状况与时人“应对”环境的举措

·５２·

明清太湖流域植棉业的时空分布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光绪《嘉善县志》卷 ２《区域志二·水利》。
光绪《石门县志》卷 ３《食货志·物产》。
乾隆《平湖县志》卷 ５《食货下》。
道光《乍浦备志》卷 ９《土产》。
光绪《嘉兴府志》卷 ３３《物产》。
光绪《嘉兴府志》卷 ３２《农桑》。
同治《湖州府志》卷 ３２《舆地略·物产上》“草之属”。
嘉靖《安吉州志》卷 ３《物产》。
同治《安吉县志》卷 ７《风俗》。
同治《安吉县志》卷 ８《物产》。
嘉庆《长兴县志》卷 １５《物产》。
道光《武康县志》卷 ５《地域志五·物产》。



统一起来进行考察，不难发现：由于政府及社会缺乏有效组织水环境治理，作为个体生产者的农民只

得于既定环境中因地制宜地从事生产。
太湖地区四周高中间低，宛若碟状，早期沮洳遍野，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禹贡》称之为：“厥土惟涂

泥，厥田惟下下”，①农业生产条件可谓很差。 然而经晚唐五代大规模开发，太湖以东大平原上形成了

“塘浦圩田”的农业景观，农业经济随之崛起。 所谓“塘浦圩田”，即以吴淞江、娄江（即宋元以后的至

和塘、浏河一线）、常熟塘（亦谓元和塘）、盐铁塘等通江达海的主水道为纲，于其左右开筑 ５ 里或 ７ 里

相间的纵浦，再以 ７ 里或 １０ 里相间的横塘贯于纵浦，横塘、纵浦内为井字形圩田。 其中，盐铁塘西岸

及以东为沿江环海的高垄之地，塘浦东西两端，筑坝堰、设斗门，旱时蓄水溉田，涝时泄水驱害。 其水

利布局，支干联络，塘浦深阔，堤防高厚，高低兼顾，为之后的农业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宋代水

利学家郏亶论之颇为肯綮：环湖卑下之地，其塘浦深阔，堤岸高厚，“借令大水之年，江湖之水高于田

五六尺，而堤岸尚出于塘浦之外三五尺，至一丈，故虽大水，不能入于民田也。 民田既不容水，则塘浦

之水自高于江（笔者注：吴淞江），而江之水亦高于海，不须決泄，而水自湍流矣。 ……其堽阜之地，亦
因江水稍髙，得以畎引以灌溉”。 沿海高仰之地，“港之阔狭，与低田同，而其深往往过之。 ……古人

为塘浦阔深若此，盖欲畎引江海之水，周流于堽阜之地，虽大旱之岁，亦可车畎以溉田；而大水之岁，
积水或从此而流泄耳！ ……至于地势西流之处，又设堽门、斗门，以潴蓄之，是虽大旱之岁，堽阜之

地，皆可耕以为田”。② 这一格局基本遵循了水系灌排平衡的地学原理，以故当时少有灾害。 然而众

多港浦亦分化了排洪泄涝干河的流量，削弱了干河涤荡泥沙的能力，导致江海潮汐的深入，泥沙自然

易于淤淀。 也就是说，这一平衡并非自然经久，必须依赖人工适时修护方可保持。 其后宋元因水利

修建不力，塘浦田圩渐坏，水旱灾害加剧。 至明朝，因高淳县东坝的筑建，截断了“宣歙、金陵、姑孰、
广德及大江”的来水，③使太湖水源大为减少，不仅不利于冈阜之地引水灌溉，亦加剧了支干河流的淤

积速度。 清初顾炎武曰：“自东坝筑后，太湖所受惟荆溪、天目山诸水，而水患已大减于宋、元时。 观

吴江长桥迤南，水洞填塞，而沿堤弥望，皆成膏腴之田。 其在宋、元，稍塞芦苇，而水即四溢。 何今二

百年无此患耶？ 实西南之水不入故也。 吴淞江承太湖之流而泄之海，湖水常驶，与海潮势敌，故江流

常通；水势稍微，即浑潮深入，积土淤江。 故昔之治水者，必先治吴淞江。 今数十年来，潮水无障，积
久成陆，所苦惟沿江（笔者注：吴淞江）之田枯旱而已，不闻湖水四溢为患也。 此亦足证太湖水源，视
宋、元仅存十三矣。”④加以明清水利治理的不足，缘江沿海高地已难以获得水利保障，时人惟以植棉

为业。 鉴于文章篇幅，以下让我们从水利、土壤、气候等环境要素，依次就棉花生产具有代表性的地

域进行分析。
１ 常州府江阴县。 前文已交代，该县棉花“田有极高不便戽水者”种之，而“西乡及沙洲产最

多”。 之所以西乡多产棉花，与其水利密不可分。 明嘉靖年间，知县赵锦言之中肯：江阴“地多高仰，
民尝苦旱。 昔人并开诸渠，皆自江以达于运河，……其正欲引江之流，以便乎农也。 惟其潮汐往来，
沙滩易积，疏浚未几，而湮淤如故”；⑤其“地形东、西、北三境高，西南一隅下，高田十之九，低田十之

一，故水患所及者少，而旱灾所及者广也。 ……高田则濒于令节、桃花诸港，东新、利大诸河，其在腹

地者，虽有池潭，车戽易竭。 今以诸河港之不通，而白鹿、东顺、永陵、良信等十几乡之田，望大江于数

里之外，而不能挹其一勺之余波，一遇旱灾，坐视其苗之槁，而莫之救也，哀亦甚矣”。⑥ 由此可知，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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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东、西、北三面为高，高田居十之九，主要依赖通江河港引潮灌溉。 而潮汐往来，泥沙易淤，只有适

时修护，方能保障高田的粮食生产。 可是明清未能有效修建，早在明代嘉靖年间，河港就已壅塞不

通，百姓“坐视其苗之槁”。 尤其西乡，“凡为河港有九”，其中“惟申港、芦埠港、利港为大，其港身袤三

十余里有差，南通武进纲头河，北通大江，跨永陵、良信、来春三乡，民田多赖为利。 中有顺塘河横亘，其
间梗塞不通，岁旱益甚”。① 此 ４ 条河港，可谓西乡水利之根本。 明清两朝对其的治理状况详见表 １：
表 １ 明清江阴西乡主要河流水利修建状况

河港名 明朝 清朝

申港
洪武二十年（１３８７）浚；天顺四年（１４６０）浚；

弘治七年浚；嘉靖元年浚；崇祯间浚 ３０ 余里
乾隆四年（１７３９）、十九年、四十二年俱浚；同治十年（１８７１）浚

芦埠港 成化间浚；弘治九年浚；嘉靖二年浚
康熙二十二年、四十七年俱浚；乾隆四年、三十一年、四十二年俱浚；道

光十五年（１８３５）、二十三年俱浚；咸丰七年浚；同治十二年浚

利港 嘉靖间频浚 乾隆四年、四十二年浚；同治十一年浚

顺塘河 弘治九年浚 乾隆四年浚。

　 　 资料来源：根据光绪《江阴县志》卷 ３《山川·河港》相关内容整理。

据表 １ 可知，申港在明朝 ２７７ 年中，平均约 ５５ 年修浚 １ 次；清代（自 １６４４ 年算起）２６７ 年中，平均

约 ６７ 年修建 １ 次。 芦埠港，明代约 ９２ 年修建 １ 次；清代约 ２９ 年修建 １ 次。 利港，明代只嘉靖年间有

所浚治；清代约 ８９ 年修建 １ 次。 尤其顺塘河，横亘 ９ 港，每逢“梗塞不通，岁旱益甚”，而明清两朝各

只浚 １ 次。 由此，我们不难明了其水利荒废的程度，其余河港亦不过如此，无怪乎清乾隆年间知县蔡

澍感叹：“予自令江后，博稽邑内水利，见各河港多壅滞未浚者，大为农田累”。② 如此水利条件，处于

高地的农家难以正常生产水稻，惟有因地制宜改种棉花，兼植麦豆等，才是最合理的选择。
至于滨江沙地，就当时的技术和社会条件来看，种植棉花亦是理所当然之举。 一者，沙土不适合

种稻；再者，沙地改建稻田，难以存水。 如所周知，水稻土的培育并非三年五载可成。 优质水稻土不

仅耕作层土壤要具有“深软肥爽、水气协调、需肥能供、余肥可保”的特性，犁底层亦得“坚实”不漏，有
保水性。③ 这样的条件没有几十年甚至百年以上的施肥、灌溉及深耕熟化的历史，是难以达到的。 如

果将其沙地开发为稻田，预期回报可谓遥不可及。 就当时的社会背景而言，个体生产者不可能冒此

风险，而最为可行的就是种植棉花，不仅沙土适宜，而且垦殖亦相对便利。 据方志记载，江阴自万历

年间，沿江涨沙日渐增多，仅万历年间就有 ６ 万余亩沙田“办课”；入清“增涨数倍，其地，南连漕，地滨

江，百有余里，俱有接涨”；至同治年间，“通县沙洲各则田滩”，已达 １５９ ６００ 亩。④ 这不仅印证了江阴

滨江沙地生产棉花的规模，亦反映出时人适应环境的合理选择。
２ 苏州府。 苏州府的棉花主要集中于冈身及其以东的高阜之地，同样与其地理环境关系密切，

尤其是水利。 嘉定县原本无棉，至明清时，却发展成为重要产棉区，无疑是地理环境变迁使然。 该县

“自宋割昆山东南濒海四乡而治，其地高厚，绝无湖瀼泽荡，虽河脉繁多，并由人工开凿成渠，非就污

潴顺水为汇纳，真斥卤之邦也”，⑤这说明至迟到宋代，经人为改造，嘉定境内已河渠广布。 水利兴建

之处，即是农田开发之所。 从历史记载来看，当时此地以种植水稻为主，何以至明末竟成斥卤之邦？
嘉定“吴淞南襟，娄江北带”，⑥高地居多。 起初开凿河渠，主要以吴淞江和娄江为水源。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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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淞江，当时是境内最大河流，水源充足。 然而历经宋元，至明朝永乐年间，吴淞江下游淤塞已积重

难返，“自（笔者注：昆山）夏驾浦抵上海县南跄浦口可百三十余里，潮沙障塞，已成平陆”。 夏原吉为

治吴中水患，欲浚吴淞江，因“工费浩大，滟沙泥淤浮泛动荡，尚难施工”，乃“疏下界浦，掣吴淞江水北

达娄江，复挑嘉定县西顾浦，南引吴淞江水北贯吴塘，亦由娄江入海”，即所谓“掣淞入浏”，并“于上海

东北浚范家港接黄浦，引湖泖水入海”。① 自此以后，浏河、白茆塘、黄浦江遂成太湖下游泄水主道，而
吴淞江淤塞益甚，嘉定惟藉潮水以资灌溉。 然潮水泥沙易积，其塘浦日渐淤塞。 万历年间，王锡爵

曰：“盖他县之水，皆江湖之清波，而嘉定独潮汐之所出入，浊泥浮沙，日有积焉。 余尝考其地志，塘浦

在县界者，凡三千余，昔人以治水为大政，故二百年常通流不废。 正、嘉之际，其遗烈犹有存者，至于

今湮没者十八九，其存者如衣带而已，是以其民独托命于木棉”。② 据载：“嘉定承五湖之委，居三江

之间，而三面诸浦呼吸浊流，朝潮夕汐，日就淤淀。 于是言水利，则苦浚治之费，论田功则忧灌溉之

艰，故称沙瘠之地。 ……自水利不修，邑中种稻之田不能十一”。③ 由此可见，嘉定因水利废坏，不得

不以种棉为生。 大约同一时期，嘉定粮塘里老所上通状对此做出说明：“嘉定一县，三面滨海，高阜亢

瘠，下注流沙，贮水既难，车戽尤梗，版籍虽存田额，其实专种木棉”，并指出高阜之田因长期缺乏灌

溉，而河渠水位又低，储水易渗，对水的需求量更大。④ 清代陆世仪在论太仓高地时亦称：“其高仰之

地，遇旱日必打水二遍。 若 地则全不受水”。⑤

安亭镇，地处嘉定西南，南邻吴淞江，因江淤塞不治，唯有广种棉花，可谓典型事例。 时人张名由

《吉贝辞》描绘：“《禹贡》故江道，今已失其真。 西乱北入娄，东已接春申（黄浦江）。 中淤百余里，横
沁武陵春。 ……凡其疏凿处，高风飞黄尘。 三年弃不治，地颇生理殷。 ……吉贝万余顷，其叶何蓁

蓁！ 粳稻产东吴，不系海之滨”。⑥ 与安亭接壤的昆山东南乡，亦因“高阜惧旱”，而多种棉花。⑦ 下至

清朝，吴淞江堙废益甚，加以浏河、白茆等皆有不同程度的淤塞，嘉定水利同样难有保障，其农业经济

一如既往以植棉为首务。 然而滨江沿海涨沙，亦是其多种棉花的缘由之一。 万历五年，巡江御史林

应训，在实地考察时，“访得该县东北，皆上区滨海临江，历年新涨涂田不下数千亩”。⑧ 更何况还有

老额涨沙，及其以后的新涨之沙地。 至于常熟、太仓情况，亦基本如此。
３ 松江府。 松江府产棉区的形成，可分为两类：一是适应环境的结果，主要分布于地高土燥、河

渠壅塞的地域，以及沿海新开垦的盐碱地等；二是因百姓贫穷，无力买牛和农具，只得改稻种棉。 欲

知其中究竟，须了解松江府的地理环境变迁，尤其是水环境变化。 明末张国维有论：松江“东与南俱

高仰临大海；西与北并卑下接湖陂。 黄浦自西南而之东北贯诸胸；吴淞江自西而之东负于背；三泖直

亘西鄙。 ……然西北二境之污潴，东境之枯涸，必藉吴淞通利，斯长流引注，高卑均益。 如徒恃黄浦

蓄聚，以为松郡水利尽矣，则无论近吴淞一带，高壤灌溉时穷；而低洼之畎亩，遇雨陆沉，岂计之得

乎？”⑨这说明该府全藉吴淞江、黄浦通利，其高低田才能蓄泄有备，水旱不虞。 然而自永乐以后，吴淞

江虽有不同程度的修治，终因上游水源不足，冈身及以东下游段基本是旋浚旋塞，以致松江府境内南

岸塘浦亦日渐堙废，过去以生产水稻为主的农田，不得不改种以棉为主的旱地作物。 黄浦江以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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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的沿海高地，因海塘坚筑，“无涓滴”通海，惟藉黄浦江的支港引水灌溉，方能维持水稻的正常生

产。① 同样因上源减弱，黄浦江自 １６ 世纪末潮汐西进加强，至 １８ 世纪末已达嘉兴，②以故“濒浦支干

各河，向藉黄浦以泄水者，今反恃浦以纳潮”，进而导致“朝浚而夕淤”，两岸原有稻田遂成旱地。③ 因

此，明清松江府棉花取代水稻，主要缘于水利的废坏。 清初吴骐亦对此给予了说明：“海潮自黄浦而

入，分灌百川，泥沙浑浊，惟黄浦之力，足以荡涤泥沙，而支流小弱，沙土日积。 故自上海以西，循吴松

之涯，以至青浦，起东芦抵米墅，其港十有七；上海以南，循黄浦之北岸，以至郡城，起龙华抵官绍，其
港十有五；循黄浦之南岸，以至金山卫，起马家浜抵米市塘，其港三十，大抵湮塞浅狭，或视旧减十五

六，甚者且同平陆矣。 曩者，上海之田，本多秔稻；自都台（笔者注：蒲汇塘）、乌泥泾渐浅，不足溉田，
于是上海之田，皆种木棉、绿豆。 每秋粮开征，辄粜于华亭，民力大困。 华亭东南十五、十六保诸处，
亦稻田也，自陶宅渐湮，其民惟饱麦糜，岁有饥色。”这种因水利废坏而改成旱作的变化还有大范围加

剧之势，以故吴骐忧心呼吁：“今自牐港、金汇、横沥诸塘以南，其间大镇数十，村落以千计，田亩以百

万计，所恃以灌溉者，经流凡四，纬流凡十有二，今为潮泥淤填，涓涓如萦带。 卓见之士，莫不寒心，以
为数十年之后，金山以东，大抵皆同上海，无复稻田矣。 夫上海失水利，而艺花、豆，则一郡膏腴减其

什三；使金山以东复失水利，则一郡膏腴，减什之五，将何以支赋税而裕民乎？”④

尽管太湖下游濒临大海，然而自吴淞江口以北，海水“不异江湖”“兼有灌溉之利”，以南则“海水

盐卤”，“盖南即黄浦、吴淞江，北则刘家河，又北则大江注焉，皆迴洑荡激于数百里间，故与南北海独

异也”。⑤ 也就是说，自吴淞江口以南的浦东、浦南沿海一带为盐碱之地。 明代以前，基本上以煮盐为

业，自后为御风潮之害，海塘在原有基础上又有新的修建，此地日渐获得开发。 光绪《南汇县志》载：
“内塘东，旧为不毛之地，厥后海渐东移，筑室治田，故更起外塘，而于内塘开水洞，以资蓄泄。 至外塘

东，茭芦蔓衍，间有可垦之荡，又起圩塘以为外塘之保障。”⑥然而盐碱之地并非一朝一夕可改造为良

田，除近浦一带因开发较早，相对种稻为宜，其余则不然。 对此，该区域因地制宜的种植结构表现为：
“浦东地瘠，而农民颇耐作苦，种稻者曰水田；种棉花、黄豆者曰旱田；今岁稻来岁花豆者曰翻田。 翻

田必以牛犁，余则或以牛，或以人。 ……水田用车戽水，近浦通潮易为力；其潮汐所不及者，岸峻水车

陡立，非五六人不能运。 ……稻田遇大熟，年可收二石；中年只一石五六斗；歉则一石左右。”⑦显而易

见，其水稻产量偏低，而远浦无潮汐以资灌溉之地，只得以花豆为业。 尤其棉花，不仅耐旱，还有相应

的抗盐碱能力。⑧ 无怪乎万历时人周孔教道：“海边之地，多系斥卤，……故种稻未能，其势不得不种花

豆”。 此即“浦东宜棉不宜稻”的重要原因之所在。 至于农家因无力养牛、购置农具等，而易稻为棉，前
文就华亭、金山的情况已有所说明。 当然这种情况并非仅出现于战乱之后，亦不仅局限于此两县。

综上所述，明清太湖流域植棉的时空分布与水利、土壤的关系至为密切。 此外，气候环境因素的

影响亦不可忽略，尤其是温度。 棉花生长发育最适合的温度为 ２５—３０℃，低于 ２０℃，生长缓慢或停

止；高于 ３６℃，则“植株的细胞内储积对有机体有害的含毒排泄物，生长也会停止，必须俟温度降至

３０ 度以下，排泄物自有机体中排出或在细胞内部中和，生长才能恢复”。⑨ 明清太湖流域棉花主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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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分布于濒江缘海地带，在气候上亦具有因地制宜性。 因受海洋性气候影响和江水的调节，夏季酷

暑时节，其温度相对低于西部内陆平原和丘陵。

四、总结

就农业发展问题，学术界多强调技术创新，而建设性的环境“应对”却未获得应有重视。 但从本

质上说，农业发展是生产技术提升与建设性地“应对”环境相统一的进程，两者不可偏废。 其中，环境

“应对”是适应性地利用自然和建设性地治理环境的统一。 明清太湖流域的农业发展，建设性地治理

环境的作用颇为有限，但因地制宜地利用自然发挥了巨大作用，棉业发展即为关键一环。 尽管棉业

发展为太湖流域的经济注入了活力，但亦带来了不应有的消极影响。 因水环境的治理不当，致使原

本种植水稻的良田失去了灌溉保障，不得已渐次改种棉花等旱地作物。 这既削弱了粮食生产，导致

该区出现前所未有的缺粮恶果，亦使耕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 虽然明清湖广、江西等地粮食生

产获得很大发展，但太湖地区仍不失为全国的粮食供应基地。 纵观明清两朝，粮食生产并非供过于

求，不时还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窘境，这一发展格局对全国粮食安全的保障无疑是不利的。 太湖下游

平原的高田，一方面，因改种旱地作物，施肥灌溉条件自然大大降低；另一方面，因潮汐日渐深入，利
用潮水溉田亦随之增多，久而久之，耕地退化乃是必然。 万历年间华亭知县聂绍昌对此有所说明：
“今沿海地方，不能深浚河渠，蓄用山源、湖荡之水，往往专用江海浊潮，淤塞故道，为害不小。 且湖水

澄清，底泥淤烂，农夫罱取壅田，年复一年，田愈美而湖愈深。 浊潮灌田，沙积田中，田力日薄，一遇大

雨，沙渗禾心，苗生渐槁，而所收亦薄，利害悬绝。”①就历史记载来看，两宋时期常熟、嘉定、上海等地

良田棋布，罕见“土性沙瘠”的不良记载，至明清却屡见不鲜，不能不说是缺乏建设性治理环境的结

果。 从长远来看，在农业发展中，积极有效的环境治理不可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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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光绪《重修华亭县志》卷 ３《水利·治策》。


